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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评论·北京）目前，社会上存在“重消费、轻投资”的倾向，主要是源于我国潜在经济增速下

滑、消费占 GDP 比重偏低、以及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等现象。国内外发展经验表明，经济增长发展快

的国家，均源于投资持续快速增长：一旦投资增速下滑，经济增速则下落。在收入水平难以提高的情

况下，促进消费难以凑效。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本身没错，关键在于投资结构是否合理，投资是

否有效率，市场活力是否被激发等。未来只有持续不断扩大投资，才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才能

提高人均单位产出，才能不断增加居民收入，消费在国民经济的比重才会稳步增加。 

   

  一、当前社会上存在“重消费，轻投资”的倾向，虽有其特定现实背景，但需客观看待 

   

  一是当前经济增速下滑趋势和产能过剩现象严重，促使人们反思我国“重投资、轻消费”的经济

发展方式。金融危机后，2009 年第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增速一度跌到 6.6%的历史新低。

从 2010 年第一季度开始，我国连续 12 个季度 GDP 增速下滑，从 2010 年第一季度的 12.1%，下降到

2013 年第二季度的 7.6%，下降幅度为 37%。与此同时，我国工业增加值、出口等经济指标也出现了增

速全面放缓的趋势。此外，当前我国钢铁、电解铝、平板玻璃、水泥和船舶等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

部分专家和官员将这归因于过去行业过度投资所致。经济增速快速下滑和产能过剩矛盾突出让很多专

家学者和政府官员认为，由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需要提高储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此观

点虽有一定的道理，但需要认识到，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滑主要是由于潜在增长率下滑和全球金融危

机双重影响，产能过剩也主要是由于过去政府行政干预过多和出口锐减所致。 

   

  二是由于我国消费占 GDP 的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认为应该增加消费占 GDP 的比重和减少

投资。在分析我国投资、消费、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时，专家学者经常简单用三者占 GDP 的比

例来判断“三驾马车”的贡献。过去 30 年我国消费占 GDP 的比重平均在 50%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在

70%以上，美国甚至高达 80%。因此，有人以此说明我国依靠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必须转向

更多依靠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此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全面。一方面，我国仍处于中等收入

国家，高储蓄率是这个阶段鲜明的特征，消费率偏低符合经济规律。另一方面，虽然我国投资率较

高，但资本存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汇丰银行估算，2010 年中国资本存量约为 93万亿元，仅为美

国的三分之一。因此，不能简单地用消费占 GDP 的比重来判断消费与投资的相对重要性。 

   

  三是由于以“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难以为继，人们对启动国内消费寄予厚望。“出口导

向型”战略给过去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红利。然而，金融危机后全球市场萎缩，我国出口遭受到

严重创伤，2009 年出现了 20%的负增长。金融危机暴露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弊病，在“出口导

向型”战略难以为继的背景下，政府开始将经济增长的目光由国外转向国内，扩大国内需求成为政府

政策的着力点，从收入分配改革、财税制度改革和补贴优惠等多方面来纠正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问

题。政府寄希望通过启动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防止潜在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这也使得“消费成为经

济增长的驱动力”的观点颇为流行。 

   

  二、国内外发展经验表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仍需坚持投资驱动 

   

  1982-2012 年期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年增长率为 21.2%，持续增加投资是我国经济长

期快速增长的重要保障，除去 1981、1989 和 1990 年等特殊年份，过去 30 年投资对我国 GDP 年均贡献

率为 42%。以投资占 GDP 40%的比例支撑了我国年均 9%以上的增长速度，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

大贡献。从国际经验看，增长与投资之间也是紧密相关的。1980-2002 年间，世界上 94 个统计资料完

整的国家和地区中，年均 GDP 增长率在 6%以上只有中国、韩国等 7 个国家和地区，在这 7 个国家中，

其中又有 5 个年均投资率在 30%以上，几乎涵盖全球这一时间段所有投资率超过 30%的国家。这表明从

全球范围看，较长时期的高储蓄（投资）率仍然是形成较长期、较高经济增长水平的重要条件或必要

条件。 

   

  三、在收入水平难以提高情况下，提振消费实际难以奏效 



   

  我们习惯用发达国家消费占 GDP 70%的比例来证明消费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说明我国应

该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这种简单比较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我国人均收入远远低于发达

国家水平。世界银行统计 2012 年我国人均收入为 4700 美元，而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国家的人均收入

不少于 12616 美元，我国仍处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当美国人均 GDP 为 4800 美元时的消费占 GDP 的比

重约为65%，略高于中国当前水平。国内消费不振关键还在于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加上高昂的房价和不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导致我国提振消费政策效果不显著。例如在金融危机期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

性支出增速实际上在逐步下降，由 2009 年第二季度的 10.3%，下降到 2013 年第二季度的 4.7%，这与

近几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重逐步下降的趋势相吻合。因此，在收入水平没有快速提高的情况

下，政府出台提振消费的政策效果不显著，扩大内需也就成了一厢情愿的口号。 

   

  四、“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本身没错，关键需要优化投资结构和激发市场活力 

   

  （一）需要优化投资结构 

   

  政府投资应坚持“公共性”、“民生性”和“战略性”原则，真正发挥政府资金“四两拨千斤”

的作用。政府投资应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城际路网和改善环境，最大发挥财政

资金公共社会效应。政府投资要继续倾向于民生，加大城市棚户区改造力度、提高最低社会保障标

准、增加退休人员养老金和最低工资水平、增加医疗教育投入，这类投资不仅有利于改善民生，同时

也是为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牢固根基。此外，政府还应该从战略高度考虑，增加影响我国未来抢

占全球竞争新制高点的战略性投资，比如加大海洋战略开发，推进长江上游流域整体开发，重构中亚

丝绸之路等，这都会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赢得主动权产生重大影响。 

   

  （二）激发市场投资活力 

   

  政府政策着力点应该继续简政放权，减少对产业的直接干预，更多地让市场选择产业发展方向，

盘活民间资本存量，激发市场活力。一是逐步放开在能源、金融、铁路、邮政、电信等垄断行业民间

投资，倒逼垄断行业加快改革步伐；二是继续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和试点领域，推动服务业发

展；三是提高各类产品环保标准，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环保产业，实现环境治理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点；四是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而非进入投机炒作领域等，防止房产、股市、

汇市、期货等资本市场的泡沫；五是鼓励企业将资金投向于研发设计、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推动企业

转型升级。 

   

  （三）改变政府唯 GDP 的政绩观 

   

  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唯 GDP 的政绩观，将政府的考核重点转向与民生、环保和技术创新等领域，消

除政府的短视行为，减少政府的投资项目行政审批。加强和改进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建立和完善

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价制度，规范项目后评价工作，提高政府投资决策水平和投资效益。重点考核投资

项目对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影响。 

 

（《中国经贸导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张影强）    

 


